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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工智能：风险、定位与法律规制
——以上海“206”刑事办案辅助系统为例

刘子凡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广西 桂林 541200）
摘 要：司法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提高了司法效率，有助于司法公正。但高度智能化、自动化的人工智能，干扰了法定司法原

则与司法模式的适用，带来了一些法律风险。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受到人工智能冲击，算法的偏见和不透明影响司法公

正与公开，人工智能对公权力机关办案能力的强化，使得传统稳定的诉讼三角结构面临失衡风险。对司法人工智能定位的偏

颇是出现这些风险的主要原因。司法人工智能须坚持辅助性定位，治理其需秉持“法治归化技术”的思路。应通过贯彻司法责

任制和限定人工智能的运用情境来强化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要推动建设算法公开机制以加强司法公开；用人工智能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利，提升其诉讼能力，可尽量使诉讼结构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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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isks，Positioning and Legal Regulation：
Take Shanghai "206" Criminal Case Assistance System as an Example

LIU Zifan
（Law School，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Guilin，Guangxi 541200，China）

Abstract:The extensive use of jud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improved judicial efficiency and contributed to justice.
However，highly intelligent and automated AI has interfer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tatutory judicial principles and judi⁃
cial models，bringing some legal risks as well. The principle of the independent exercise of judicial power by the court is
impacted by AI，the bias and opacity of algorithm affects its justice and openness，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ase han⁃
dling ability of public authorities by AI makes the traditional stable litigation triangle structure face the risk of imbalanc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se risks is the biased positioning of judicial AI. Jud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ust holds onto its
auxiliary position，and its governance needs to submit to the "rule-of-law naturalized technology" idea.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t exercise of judicial power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implementing the judicial accountability system and
limiting the context of AI use；the construction of an algorithmic disclosure mechanism should be promoted to enhance ju⁃
dicial openness；and the use of AI to adequately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and enhance their litigation capacity
can keep the litigation structure as balanced as possible.
Keywords:jud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positioning；rule-of-law naturalization；legal regulation

一、引言

人工智能，是以算法为支撑的智能人工系统。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

响逐步深入。各国在司法中引入人工智能，是从 20
世纪 70年代开始的。我国司法人工智能虽起步较

晚，但备受重视。2017年以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等重磅政

策文件的发布，有力推动了司法机关的信息化、智

能化变革。各地司法人工智能建设如火如荼，其中

上海“206”刑事办案辅助系统尤为出名。人工智能

的介入，对提升我国司法效率、严防冤假错案与司

法腐败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科技“双刃剑”原理在

司法人工智能中同样适用，高度智能化、自动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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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辅助系统，对传统的司法原则、司法模式带来

了一定冲击。司法智能化的变革不可逆转，但我们

仍需以理性之心，直面科技带来的法律风险。下文

将主要以上海“206”刑事办案辅助系统的应用为

例，分析司法人工智能存在的风险与问题，探讨其

应有的定位，并提出规制方案。

二、人工智能在司法应用中的法律风险

在司法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同时，受制于观

念、技术、传统，司法人工智能亦表现出一定的法律

风险，即对于法定司法原则和司法模式的冲击。司

法人工智能虽使得司法范式向智能化、便捷化转

变，但其能否真正促进“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的实现，仍需谨

慎研判。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新兴技术在给社

会带来机遇和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产生风险和挑战

的可能”［1］。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细加分析司法人

工智能产生的法律风险，以探寻治理之道。

（一）人工智能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造成冲击

我国宪法第 128条、第 131条的规定，确立了法

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①，审判权这一国家权力，

专属于法院和法官，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有权独立

而不受干涉地进行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

和最终宣判。然而，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某种

程度上动摇了这一基本原则。我们以上海高院的

“206”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为例说明。这一

系统，可以辅助司法机关进行证据审查、事实认定

等工作。然而，在事实认定的过程中，法官必须进

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遵循“自由心证”。人工智

能毕竟是机器，它的介入很可能极大简化原本复杂

的事实认定过程，本应考虑到的利益衡量、危害程

度等因素则被其抛弃，事实认定变得机械化。人工

智能系统将证据数据化、法律规则代码化，以此来

指引审判人员，而这无异于通过层层嵌套的技术，

削弱司法人员的裁判权力，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决策

让渡现象［2］。在案多人少、审限制度的压力之下，司

法人工智能凭借其快捷特性会让法官形成对其的

依赖。有研究表明，市面上的“小猿搜题”等教辅

APP会增加学生在学习上的惰性，因为学生过分依

赖于他们，思维能力和动力明显下降。那么同样的

道理，过分依赖司法人工智能亦会增加法官的惰性

心理。

上文谈到，事实认定必然伴随着价值判断与价

值选择，而它们需要法官运用专业理性和法治精

神，行使一定自由裁量权［3］。一个公正的裁判，必然

是一个做出正确价值选择和判断的裁判。而作为

机器的人工智能，没有情感，没有理性，没有社会经

验，无法进行价值判断，依赖人工智能进行裁判，会

大大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对价值的选择

和判断，往往体现着法官的人文关怀。我们所追求

的司法正义，亦应当是具备人文精神的正义。而司

法人工智能固然有助于作出更为高效一致的司法

裁判，但它们不能与人进行心灵互动，不可能有人

文关怀［4］。因此，法律人所独有的人文情怀和法律

精神无法被人工智能替代。

综上，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使得法官事实认

定者的身份逐步异化，法官行使审判权不再“独

立”，人工智能和其背后的技术研发者与法官“共

享”了审判权，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受到明显

冲击。

（二）算法的偏见和不透明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与

公开

人工智能的运行依赖于算法对于数据的处理，

可以说算法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助推器。虽然算法

的运行基于输入的客观数据、代码等，但算法与价

值选择等主观性活动依旧具有相关性，因为算法的

开发毕竟是由人类进行的。实践中，司法机关通常

没有能力独立进行人工智能的开发，因此开发工作

主要是外包出去由技术公司进行。上文中提到的

上海“206系统”，其主要研发者是人工智能企业的

先锋“科大讯飞”，其派出的技术人员超过 300人
次［5］。而对于科技研发企业而言，他们没有充足的

法律知识，缺乏法律伦理观，更没有司法经验，研发

出的算法系统很可能带有个人偏见。一个带有偏

见的算法，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带有偏见，这种偏见

势必会产生误导司法人员的风险。2013年，美国

“威斯康星州诉埃里克·卢米斯”案曾轰动一时，一

个旨在提供量刑辅助的风险评估系统被指存在算

法歧视问题，对该系统进行的独立测试表明，黑人

被评估出再犯的风险几乎两倍于白人，但实际上其

中只有20％的人会继续犯罪［6］。因此我们必须重视

算法偏见导致个案裁判不公的风险。

算法具有不透明性，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司法

人工智能中的算法不透明，则威胁着司法公开原则

的贯彻。司法人工智能通过分析输入的司法数据、

法律条文等，可以为法官提供类案推荐、庭审结果

预测、判决指引等帮助。但是算法进行运算并得出

结论的这一过程，是不为当事人所知晓的，算法自

身的隐秘性和封闭性，使得人们无法审阅司法决策

系统进行裁判时的说理和论证［7］。即便当事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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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算法决策过程，但若科技研发者以保护商业秘

密为由拒绝公开详细的算法运作步骤，似乎也有法

可循。即便公开，司法人员、当事人也不具备理解

算法的能力，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技术知识，无法

理解算法系统的运行机理。总之，现阶段的算法隐

秘性极强，其与司法公开存在显著矛盾。

（三）人工智能使诉讼结构存在失衡风险

原被告、控辩双方居两边、法官居中间的三角

诉讼构造，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诉讼结构，这一

基本构造下又可分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职权主

义诉讼模式等，但无论哪种模式，都旨在让法官充

分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诉讼三角构造应当是

稳定的，各方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都理应得到保

障。然而，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则大大强化了国

家公权力机关的办案能力，使得等边三角形的诉讼

结构出现失衡风险。我们以刑事诉讼为例说明。

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对于公、检、法三机关的职权

和分工有明确规定，三机关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既要确保准确打击犯罪，又要保障

当事人的人权、诉讼权利等合法权益。在实务中，

基于国情等因素，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往往配合有

力，但制约不足，他们作为“政法机关”这一整体，对

于被追诉人而言本就具有巨大优势，而司法人工智

能的运用更加强化了这种优势。例如，上海的

“206”系统，就是以统一证据标准为主线的智能办

案系统，公、检、法都可使用。该系统对于证据审查

会给出统一的指示，并能强化三机关的信息共享。

检察机关在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时，若使用

“206”系统辅助审查，则极有可能得出与公安机关

相似的结论，因为公安机关在审查证据时亦使用了

“206”系统。如此一来，侦查、审查起诉和审理变得

如同工厂流水线一般，三机关的办案思路趋向同

质，后续流程对前续流程的审查更加缺乏实质性，

三机关之间的制约更加难以执行。

另外，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更加凸显了不平衡

的控辩关系。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应然状态，是控辩

双方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但在我国，基于各种原

因，控方力量远大于辩方力量。司法人工智能的运

用，让侦查、公诉机关获取数据、分析证据的能力大

为增强。根据上文的论证，囿于算法不透明等因

素，司法机关尚且都无法解释算法结论得出的原因

和过程，那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方，更无法针对

控方依据算法所做的意见进行有效的辩护，法官亦

很难采纳辩方的意见。

三、司法人工智能的定位

司法人工智能之所以会产生上述法律风险，主

要是因为在推动司法智能化的进程中，我们关注的

重点往往在于“利用人工智能治理”，而轻视了“治

理人工智能”。司法人工智能是机器，它只可辅助

司法机关，绝不可代替司法机关，司法人工智能无

论如何发展，都不能动摇司法的应有之义。紧紧围

绕这一定位，是规制法律风险、推动人工智能法治

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人工智能不得影响独立审判权

根据我国宪法和诉讼法的规定，法院独享审判

权②。然而，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对法官的审理活

动施加了极大影响，机器参与审判、与法官共享审

判权成为现实，其让法院的裁判活动产生了违反现

行法律原则的风险。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无论

何时都应是必须坚守的法律价值和原则。司法人

工智能终归是“辅助”系统，其对于法官的事实认

定、法律适用和判决，只可起辅助作用，不能有实质

性的指引和干预，法官使用司法人工智能辅助裁

判，亦须遵循自己内心对于证据、法律的认知。坚

持司法人工智能的辅助性定位，是避免其影响法院

独立行使审判权之必要。

（二）人工智能应有利于司法公正与公开

坚持司法公开，保障司法公正，强化社会对于

司法活动的监督，是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的必要条

件，是国家法治建设重点推进的工作之一③。互联

网、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则扩展了司法公开的渠

道，丰富了司法公开的形式，增强了事实认定、法律

适用的准确性，故这些新技术本是有助于推进司法

公正与公开的。而算法黑箱、算法偏见等技术问题

的存在，却成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桎梏。因此，我

们必须适当调适技术的固有问题。依靠互联网、大

数据等科技加持，司法公开的广度、深度与可得性

均能获得极大的扩展［8］。在司法公正上，提升数据

收集的广泛性和准确性以克服算法偏见也十分必

要。总之，司法人工智能必须坚持服务司法公正与

公开的定位。

四、司法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

司法人工智能具有辅助性，要重视对于人工智

能的治理，司法人工智能只可在法定司法原则和司

法模式下应用。这是发展司法人工智能应当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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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厘清这一定位，也就明晰了司法人工智能

出现法律风险的原因，同时也为规制司法人工智能

提供了原则方向。治理司法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对

技术的治理，要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可遵循

“技术归化”的治理思路④。尽管有人认为，随着大

数据和算法的深度运用，法律的操作和管理最终也

可由机器进行［9］。但法治仍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最

大公约数”，亦是“归化”技术的必然路径。在“法治

归化技术”的总原则之下，我们提出以下规制司法

人工智能风险的方案，以期为治理者提供参考。

（一）强化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

1.坚持在裁判者身上贯彻司法责任制

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

必须贯彻“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在审判

活动中，法官是法定的审判主体，司法人工智能只

是辅助法官裁判的工具，因此主审法官必须对案件

负责。学界有声音认为，人工智能未来可能承担法

律责任。但是在当下及未来很长时间，囿于技术、

伦理等因素，人工智能都很难具有独立的行为能

力，难以成为法律认可的主体，故讨论让人工智能

承担责任还为时过早，意义不大。司法人工智能的

研发者，并不能直接参与案件审理；加之法官对使

用司法人工智能所做出的裁判，具有最终审定的权

力。所以研发者并不具备承担案件审理责任的现

实依据。综上，坚持在裁判者身上贯彻“司法责任

制”，是强化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关键，不应

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有所动摇。

2.限定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情境

随着技术的进步，司法人工智能已经可以通过

辅助法官开展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进入审判的核

心地带。因此，为保证、强化法官的独立性，可以法

规范的形式限定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情境。例如，

上海“206”系统就具有检索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案

例、著作、论文等资料的功能，并能够对相关知识和

观点做出凝练。该项功能能大大减轻司法人员的

工作量，可在司法活动中广泛使用。像庭审录入、

案件归档等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亦可由司法人

工智能承担。但是，“206”系统提供统一证据审查

标准的功能，不可随意使用，因为证据审查关乎事

实认定，是司法的核心，需根据案件情况使用此类

功能。对法律关系明了、事实简单的案件，可由人

工智能进行证据审查；对于相对重大疑难的案件，

须充分发挥法官的作用，人工智能只可做案例推

送、法律检索等辅助工作，不可进行证据审查和法

律适用。

（二）推动建设算法公开机制

算法的不透明问题，使得人们无法看清其中的

规则，无法提出不同意见，只能接受最终的结果。［10］

因此，需用司法公开原则来打破算法的闭环运行，

建立一种算法公开机制。一方面，因算法的运行离

不开海量的数据，故要加大司法数据的公开力度，

进一步推进司法数据公开平台的建设，并做到数据

“精准公开”。例如，司法机关若使用“206”系统，就

应公开该系统中与案件相关的司法数据，以此让相

关诉讼参与人了解算法结论得出的源数据。另一

方面，要给予人工智能研发者公开算法运行机理的

义务。研发者在交付系统时，应当向司法机关说明

不涉密的算法运行过程；若案情重大，司法机关也

可要求研发者直接向当事人说明。同时，为保障算

法公开的效果，研发者应注重对算法的解释，司法

机关亦可邀请专家学者、法律实务者等专业人士参

与到算法解释中来，以增强人们对于算法的理

解度。

（三）充分运用人工智能保障当事人权利

在司法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增强了国家公权

力机关的办案能力，但同时公民的辩护权等权利也

受到了挑战，传统的诉讼结构面临失衡风险。司法

人工智能技术应有利于所有诉讼参与者，其有义务

保障公民的法定诉讼权利和人权，⑤使诉讼保持相

对平衡。例如，上海“206”系统公、检、法都可运用。

未来可让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也使用该系统，帮助

他们确立代理思路、形成代理词，以对抗公权力机

关依据人工智能系统进行的追诉活动。在审查逮

捕、取保候审、羁押必要性审查等需要评估人身危

险性的环节，亦可引入风险评估系统，以提高风险

识别的精准性，防止滥用逮捕、羁押过久等问题。

五、结语

司法人工智能应用实践表明，司法智能化的变

革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的发展表现出一个鲜明

特点，即机器有了一定自主性，其不再只是工具。

这一变革冲击了既有的司法体制，产生了诸多法律

风险。面对上述趋势与特点，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

工智能的定位，突出其辅助性功能，并强调“法治归

化技术”的治理思路，牢牢坚持法定的司法原则和

司法模式，以实现人工智能对司法的科学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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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一百三十一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条第二款：“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

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

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条第一款：“人民法

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③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

“加快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

④ 技术归化是指各种新技术必须得到转化，使其从陌生的、可能有的危险东西转化成能够融入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的

驯化之物。参见何明升 .中国网络治理的定位及现实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2016（7）:114.
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指出，要“面向法官、诉讼参与人、社会公众和政务部门提供全方位智能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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